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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诸己：
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  

王辰瑶

摘要

面对新闻业在经济、技术、文化、政治诸多方面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近年来欧美新

闻学界和业界纷纷启用“危机”一词来描述当代新闻业状况，构成“新闻业危机”话

语。本文以“批判性媒介话语”和“元新闻话语理论”为视角，根据不同新闻学英语文

献中对新闻业危机的本质、表现、原因、应对等核心问题的不同阐述，归纳出三种当代

“新闻业危机”的话语类型——盈利危机话语、结构危机话语和观念危机话语。在此基

础上，本文通过比较三种新闻业危机话语的异同和交锋，讨论了当代新闻学研究如何从

“危机”出发，想象未来新闻业图景的共识基础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

关键词

新闻业危机、美国、元新闻、新闻话语

作者简介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邮箱：xiaoyaojinwcy129@163.com。本文为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时代新闻报道观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CXW001）成

果之一。

To See Ourselves:
Three Discourses of “Journalistic Crisis” In America

WANG Chenyao

Abstract
Facing the tremendous challenges due to the changing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alities, journalism scholars and experts often invoke the term “crisis”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ournalism in this era, which constitutes the “journalistic crisis discourse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views of critical media discourse and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auses, results and responses of journalistic crisis, and 

clarifies them into three discourses of journalistic crisis: business crisis of journalism;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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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and conceptual crisis. After elaborating and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journalistic discourses, this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that how can the contemporary 

journalistic studies proceed from the current “crisis”, construct the consensus of the future and 

promote the next researches in journalistic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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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正处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刻。面对新闻业在商业模式、生产常规、文本

形态、与使用者关系等多个方面遭遇的巨变和挑战，很多“圈内人士”诸如新闻从

业者和研究者，纷纷启用“危机”（crisis）一词来概括和分析新闻业当下的状况。

而由这些变化引发的所谓“危机”的研究和言说，构成了“新闻业危机”话语。 这

些话语在新闻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刻生成，从共同认知到的新闻业当前困境出发，

将何为新闻、新闻由谁并经由什么过程而生产、新闻具有什么价值和功能等基本问

题“重新问题化”，这既是新闻界在特定时点“反观诸己”的努力，同时也是对新

闻业变迁做出不同解释、对新闻业何去何从进行的观念交锋。

本文着重分析近年来国际新闻学英文文献中各种新闻业危机话语的内容、特

征、因果论述和行动逻辑，意在一方面呈现英语文献中关于“新闻危机”的话语建

构，并通过比较不同的“危机话语”之间的异同及探寻它们之间的交锋，归纳业界

和学界对于新闻业危机的理解，以及其中蕴含的行动指向；另一方面也试图建构一

个“元话语”分析的案例，并经此展示考察话语争锋的“元话语分析”路径。

国际新闻学英文文献在描绘当下新闻业状况时，普遍认为在经济和技术因素的

冲击下，新闻业在收入、吸引力、自主性等多个方面陷入困境，这一事实“已经

无需讨论”了（Pickard，2011），而且这一情况被认为广泛存在于“西方”国家，

其中又以美国的情况最为典型和严重（Siles & Boczkowski，2012；Brüggemann, 

et al.，2016；Starr，2012；Nielsen，2016等）。对美国新闻业危机的论述也的确

在讨论新闻业危机的英语文献中占据核心位置，一方面，有许多不加定语地谈论

“当下”新闻业危机的研究实际上依据的是美国的特定经验，另一方面，欧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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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研究也发现， 美国新闻业危机的话语框架已经输出到一些欧洲国家对新闻业

现状和未来的公共讨论中去，并可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与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Brüggemann, et al.，2016）。虽然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中美新闻危机比较研究，但

在传播技术和经济活动都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危机”同样也已成为中国新闻界的

基本话语轮廓（李艳红，陈鹏，2016）。中国新闻业者与学者在描述普遍意义上的

新闻业现状、诊断行业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时，不仅对美国经验的介绍和分析着力

最多（刘自雄等，2010；王哲平，高姗，2013；李赛可，2015），而且援引美国新

闻业的案例作为中国新闻业发展的“他山之石”（张志安，2011），同时也借鉴美

国研究者对新闻业危机的阐释路径来分析发生在中国语境下的报纸停刊、报人离职

事件等（白红义，2017）。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试图厘清美国“新闻业危机”的多

元话语，也就含有另一重“反观诸己”的企图，即通过展示新闻学英语文献分析审

视美国新闻业自身变迁、困境及未来的话语呈现，亦能给处于中国语境之中的我们

某些启发。

一、作为话语的“新闻业危机”

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危机”一词具有特定的话语含义。吉特林

（Gitlin，2011）认为，新闻界之所以使用“危机”（crisis）来描述自身的问题而

不使用“问题”（issue），是因为一个“问题”往往意味着可被解决，而“危机”

听起来却“极为严重”。翟利泽（Zelizer，2015）援引鲍曼的观点，认为讨论“危

机”时，我们首先传达的是不确定的感受，因为我们对事物可能展开的方向一无所

知；其次，“危机”敦促干预，以减少不确定性，因为“危机是一个有效的处理不

确定性焦虑的话语反应”（Wallerstein，2004：39）。可见，“危机”不仅意味着

问题严重，可能威胁到社会总体，而且在现实中难以解决，却迫切地需要解决方

案。可能也正因为这样，当下新闻业的状况促使新闻学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启用

“危机”一词来表达对新闻业困境的关注，并在“危机”叙述框架下展开对一系列

实质问题的探索：如新闻业危机的原因、影响、表现和可能的应对方案等。

当下新闻业危机具体始于何时、波及多大范围，并无定论。但研究者们较普遍

地引用2009年美国皮尤报告（Pew，2009）的数据，把2008、2009两年间美国报业

收入下滑23％作为当下新闻业危机开始或明朗化的标志。美国毫无疑问是新闻业危

机首要和典型的发生地。近年来国际新闻学研究中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讨论，也

大多数集中于关注美国媒体尤其是美国报业状况。虽然有不少研究讨论了美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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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希腊、德国、芬兰、瑞典、挪威等，

但常置于与美国比较的框架之下。因此可说，美国既是事实上的新闻业危机首要和

典型的发生地，也是新闻学界和业界有关新闻业危机话语最主要的成型场所。根据

这一特点，本文在对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英文文献进行分析时，意识到它以美国

经验为核心的问题。如无说明，为简便起见，下文所说的“新闻业危机”特指美国

语境下的新闻业危机，但本文也同时把英语文献中涉及的其他国家的新闻业危机话

语作为重要的参照。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关涉文本来源包括：2008年以来在国际新闻传播SSCI刊物

上发表的以新闻业危机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来源于皮尤新闻与媒体项目、尼曼报

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路透新闻新闻研究中心等知名机构的、讨论新闻业危机和

重建问题的重要研究报告；新闻学研究者、业界分析家和评论人士出版的论文集和

专著等。因为大多数对当下新闻业状况的讨论都或多或少含有某些“危机”意味，

本文当然绝无可能“穷尽”这一“正在被经历”的领域的文献，也不试图对其进行

内容分析式的解读。本文选取那些能充分讨论前文所说关于“新闻业危机”实质问

题的文献，通过大量甚至反复阅读，尽可能提炼出论述者对“新闻业危机”的各种

理解，包括他们如何识别危机、如何寻找危机的原因以及试图以何种方式解决危

机，并在此基础上呈现“新闻业危机”的不同的话语类型。

“ 话 语 ” 是 一 个 在 不 同 学 科 被 广 泛 使 用 的 术 语 ， 如 果 按 照 费 尔 克 拉 夫

（Norman Fairclough，1995：21-32）的分类，仅媒介话语分析的路径就至少有：

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分析、对话分析、批判性的符号分析、批判性的语言学和社会

符号分析、梵迪克(Van Dijk)的“社会－认知”模式分析和英国文化研究采用的文化

类型分析等六种。而费尔克拉夫在此基础上带有点“集大成”意味地提出“批判性

媒介话语”（critical media discourse）的理论路径。这一理论内含两个彼此交叉的分

析视角，一为“传播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一为“话语规则”（the order 

of discourse）。从传播事件的话语框架可体现出对其背后深层话语秩序的采用，比

如如何在内部生成、再生产或重新结构话语边界，以形成不同的话语类型，以及

各种话语类型之间的关系（Fairclough，1995：60-62）。本文大致采用这样的思

路——从“新闻业危机”这样一个新闻学界和业界对一系列传播性事件构成的描述

新闻业现状的话语集簇入手，剖析其体现的言说新闻业的深层话语秩序，及其内在

张力。

因为这一问题是指向新闻业自身的，本文亦借鉴了美国学者卡尔森（M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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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son）在 “元新闻话语理论”（Theory of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中提出的分

析性概念。“元新闻话语”概念源于语言学对“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分类

（Eason，1977）。当人们讨论一个对象时，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对象语言，而当

人们谈论语言本身时，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元语言。如果把这一语言学的分类运用

于新闻领域即可看到：当人们通过新闻来认知世界时，这时的新闻(主要指报道)可

视为一种复杂的“新闻话语”（news discourse）；而当人们谈论新闻自身时，这种

“关于新闻的公开言说”则被视为“元新闻话语”（Carlson，2014）。相比于新闻

话语，元新闻话语分析常常是缺位的。记者们通过报道新闻提供关于世界的认知，

却较少公开谈论自己的工作；社会公众通过新闻感知世界，也较少意识到并分析

新闻这个“框架”本身。结果就是，研究者很少直接注意到关于新闻自身的话语

（Haas，2006）。但是，新闻学研究已经一再表明，新闻实践及其结果与人们对新

闻的理解和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如Carlson，2017；Zelizer，1993）,尤其在当下这样

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节点，保持对“元新闻话语”的关注和敏感尤为重要。 

卡尔森（Carlson，2016）的“元新闻话语理论”模式，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有两

点：首先，这一理论认为新闻并非是确定无疑的、稳定的、独立的知识生产，而是

植根于转变的社会、经济、技术、文化语境中的多元实践。研究者通过考察元新闻

话语的不同的讲述者、时空节点、讲述对象和主题，有可能呈现出一个不断讨论新

闻业基本问题和核心理念的话语空间，而这正是理解当下巨变中的新闻业，也是建

构未来新闻业所需要的空间。本文采用这一理论前提，对“新闻业危机”进行元新

闻话语分析，不是用既定的“传统”标准来比照当下新闻业的状况，哀叹“失去的

新闻”，而是把不同行动者关于新闻业危机的言说视为一个正在发生、相互竞争又

容纳对话可能的有弹性的元新闻话语场。

其次，本文借用元新闻话语理论的三个阐释性过程来理解“新闻业危机”

话语。这三个阐释性过程分别是：定义（definition making）、定界（boundary 

setting）与合理化（legitimization）。在元新闻话语场中，多元的行动者比如新闻记

者、媒介批评家、政界人士、媒体所有人、新闻使用者等运用各种明示或暗示的方

式，对“什么是新闻”“谁是新闻记者”等核心问题下不同的定义，并运用象征性

资源通过阐释性工作来确定或重新确定新闻的边界。考察“定义”和“定界”，旨

在建立“区分”，探讨新闻危机话语背后的话语秩序及其内在话语类型的不同；考

察“合理化”，则旨在建立“协商”，探讨行动者如何可能经由新闻危机话语，

不断协商对新闻的理解。一个职业要能建立自己的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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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靠强制性的权力，而主要靠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的社会接受（Starr，1982：

13），尽管在现实中这样的共识并不一定总能达成。

本文分析发现，从“区分”层面上看，“新闻业危机”话语内部对危机本质的

界定不同、对危机如何影响新闻业与社会以及由此应该如何展开危机应对的观点不

同，对新闻业社会角色这一“元新闻”问题的深层理念也不同。在此基础上，本文

将新闻业的危机话语区分为三种基本的话语类型：盈利危机话语、结构危机话语和

观念危机话语。当然这一区分带有韦伯式“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色彩，旨在

通过对一些典型元素的“抽取”和“组合”，尽力使“新闻业危机”这样复杂的话

语清晰化，以便于理解和对话。但现实中关于“新闻业危机”的大部分言说则不会

这么典型，它们时常或多或少地混合着不同危机话语类型的成分；从“协商”的层

面看，本文试图考察这三种新闻业危机话语类型蕴含的规范性叙述，也即比较它们

在新闻理念层面的相似与差异，讨论其在当前语境下有无寻求共识、重建新闻业的

可能，以及更进一步的——如何落实这种可能性。

二、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

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建立了这样一种叙述：新闻业正遭受着严重的盈利危机，

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技术因素和以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为直接冲

击力的经济因素的双重夹击，危机主要的受害者是传统媒体组织和员工，危机的主

要应对方案是媒体自身的“转型”，但同时又深深地怀疑“转型”能否成功。

新闻业的盈利危机话语可能是关于当下新闻业处境的最醒目的叙述方式。这是

因为，首先，新闻业的盈利危机话语建立在可见的、急剧下滑的新闻媒体商业收入

数据之上，这是说明“危机”最直观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皮尤中心从2004年起开

始发布美国新闻媒体行业的年度报告，并在当年就提出对新闻行业具有“预警”

意味的趋势（Pew，2004），此后连年认为美国新闻业“处于麻烦中”，直至2009

年的皮尤报告开始用最高级来形容美国新闻业尤其是报业处境：“一些数字令人不

寒而栗”“报纸收入在过去两年中下跌了23%”“2008年美国新闻业的表现最为暗

淡”“2009年可能会是最糟糕的一年”等（Pew，2009）。根据美国新闻媒体报业

联合会(NAA，2014)公布的广告数据（该数据至2014年停止更新），美国报纸广告

收入更是在2008-2009的两年内缩减了40％，堪称“自由落体式坠落”。

这类报告及所列出的数据旋即被业界和学界广泛引用，不仅使“危机”成为不

言而喻的描述新闻业处境的叙事，而且将商业失利作为理解“危机”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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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拥有话语权的新闻从业者自身是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的主要讲述者。不难理

解，对新闻行业危机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受影响最大的新闻人自己。一项对《华尔

街日报》、《今日美国》和《纽约时报》如何报道报纸自身危机的研究发现，超

过四分之一的报道使用了“死亡”意向（Chyi，Lewis & Zheng，2013）。在诸如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底特律自由时报》、《底特律新闻》、《论坛报》等著

名报纸或者关闭印刷版、缩减出版日期或者宣布破产的事实冲击下，以及在美国

报业2008年的裁员数猛然达到上年5倍的情况下，唇亡齿寒的媒体讲述了大量颇具

悲情色彩的因为商业失败导致新闻业尤其是报业“死亡”的危机故事，这使得新

闻业的问题超越了行业自身，成为一个能见度很高的公共话题。有意思的是，一些

没有遭受严重盈利危机的国家，也把盈利危机作为公共讨论新闻业状况的核心话题

（Brüggemann，et al.，2016）。

以媒体从业者和分析人士为主要表达者的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把危机视为外部

问题，对危机的看法也不断随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这使得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

表现出较大的矛盾性，在情绪上也显得较为脆弱多变，时常在乐观与悲观的两极翻

转。一些研究者认为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存在诸多认知盲点，如聚焦于短期的急剧

变化而非长期的趋势、仅把危机视为外部威胁而缺少对媒体自身的反省；而且媒体

诉诸悲情主义的自我“唱衰”，固然可能是一种引发社会关注的策略性框架，但这

种强烈的应激反应亦可能伤害新闻业的文化权威（Chyi，Lewis and Zheng，2013）。

记录2009-2010年间《纽约时报》面临的危机及转型努力的获奖纪录片《头版

编前会：纽约时报内部故事》（Page One: Inside the New York Times）1是这类危机

话语的典型文本。该片将危机归咎于突如其来的外部因素——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在

线新闻网站的涌现，尤其是那些免费的在线新闻内容夺走了读者，蚕食了报纸的收

入。影片也记录了传统媒体人在面对新出现的在线新闻网站时既彰显精英意识又把

自己建构为受害者的复杂矛盾心态。优越感与焦虑感并存于媒体行动者之中，一方

面，他们相信危机是“可以被解决的”：通过采用新技术、转移到读者喜欢和方便

的平台、降低新闻生产成本、采用更有吸引力的新闻形式、创新新闻付费模式等媒

体转型方式，就可以走出危机。新闻业的专业优势仍在，未来是安全的（Curran，

2010）。这一观念成立的前提条件是，相信新闻业的社会使命与盈利目标可以并

存。新闻业只要重新拿出好的新闻产品，转变商业模式，就可以重新夺回使用者，

并获得好的经济回报。因此，当媒体遇到盈利危机时，所要做的是拿出可信证据重

新说服投资人，提升公信力将有助于媒体的市场收益（Meyer，20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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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又不断孳生出对这一信念的怀疑。首先，

现实中媒体从商业本身出发的危机应对路径往往与理想背道而驰，不是在创新新

闻产品、提高新闻产品质量上增加投入，而是缩减在新闻生产上的成本（Kaplan，

2009）。研究表明，美国报纸上的国际报道、国内政治报道、科学和文化报道

都显著减少了，报纸更少原创而依赖转载外部新闻来源（Starr，2009；Siles & 

Boczkowski，2012）。一些媒体集团正在削减分配给新闻部门的资源，甚至干脆抛

弃新闻部门。已故《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卡尔（Carr，2014）撰文批评美国三个主

要的新闻公司剥离报纸业务时，检讨了其背后短视的自由市场法则，媒体公司把资

源从不盈利的新闻生产中剥离出来是逐利本性使然，它们并不真的在乎新闻的未

来。媒体公司即便可以用这种方式成功转型，渡过眼下的盈利危机，挽救的也只是

企业的利润，而非新闻媒体的角色与使命，这显然有悖拯救和重建新闻业的初衷。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怀疑是，公众是否愿意购买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正如普利策奖

获得者、芝加哥论坛报的前出版人富勒（Fuller，2010：2）所描述的：“传统媒体

的公信力与新闻专业标准正在螺旋式下滑。与此同时，赤裸裸的煽情新闻、不容分

说的观点表达和缺乏核实的声称，却赢得了受众的青睐。受众怎么了？为何‘弃明

投暗’？”

诸如此类的困惑催生出悲观的关于未来的想象，就像纪录片《头版编前会》所

提出的问题：如果未来的媒体背离事实基础和原创报道的原则，不能再帮助我们正

确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那将会发生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媒体自主转型应

对危机的信心也在不断损耗。距离给新闻业带来直接重创的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已

有十年，新技术也早已内置为一种常态环境，但全球新闻媒体致力进行的一系列转

型和创新策略并未从整体上挽回新闻业的下行趋势（Zelizer，2015），新闻媒体也

没有随全球经济回暖而重回轨道。一些从新闻组织结构、新闻文化等角度进行的研

究开始反思新闻媒体创新性还不够的原因，经济管理界的专家给媒体开出了“颠覆

式创新”的药方（Christensen，Skok & Allworth，2012），但不仅传统媒体未能从

整体上建立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即便是在纯网络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数字

媒体，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能获得稳定的长期商业发展（Marshall，

2017；Packard，2017）。这些现实都在不断加深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内在的脆弱

性，尽管个别新闻媒体的创新举措和成就仍不时给新闻界带来振奋和欢欣的情绪，

如美国纽约时报公司发布2017年第三季度财报称，数字订阅收入比去年同期上涨

46%，数字广告收入比去年同期上涨11%，因为数字领域的强劲拉动，《纽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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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总收入上涨6%2。但总体上李普曼（Lippmann，1922/2004：174）的警示仍

然难以回避——“我们期待报纸提供真相，然而可能是不能盈利的真相”。

三、新闻业的结构危机话语

在表达危机的程度方面，新闻业的结构危机话语与盈利危机话语有共通之

处——它们都常常采用“死亡”“崩塌”“消逝”“终结”“核冬天”之类有强烈

冲击力的词汇来描述新闻业的困境。但在阐述危机的原因和应对方案时，新闻业的

结构危机话语则几乎可以作为盈利危机话语的对立面。新闻业结构危机话语的主要

提出者是秉持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美国学者，他们认为：美国新闻业在过去十年

内遭遇的收入下降正是长期以来商业新闻模式结构性弊病的必然结果。相应的，解

决这一危机的途径必然是在新闻业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改革”。

在笔者所见的文献中，采用政治经济学派路径的研究惯常启用“危机”来批评

新闻业，但研究者认为“危机”指的是新闻业制度失灵而非赢利受损。如1979年柯

兰（Curran，1979）就批评英国报业存在合法性危机，危机的核心是英国报业在二

战后的经济转型背离了原先建立在观点自由市场基础上的传统报业自由理论；2003

年，麦克切斯尼（McChesney，2003）亦批评美国新闻业的当代模式已然崩塌，并

使美国政治也深陷民主危机。 彼时英美报业都是高利润行业，可见，持此路径的研

究者们原先警告的“危机”是基于媒体的表现和社会作用而非媒体的收入。当后者

也出现问题，尤其是美国的问题还表现得相当严重的情况下，研究者继续沿用原先

的政治／经济路径，对媒体当下的经济困境提出了一套明确的解释和应对方案。

如果说新闻业的盈利危机话语把“危机”视为突然的、意料之外的事件，那么

新闻业的结构危机话语则把“危机”视为必然的、终于为人所知的状况。研究者

（McChesney，2003；Nadler，2016：2）指出，美国新闻业眼下的困境正是其长久

以来过度商业化结构痹症的必然结果。从19世纪开始，美国报纸的运行就从政治的

逻辑逐渐转变为商业的逻辑。到1970年代左右，美国新闻产业已经进入“后专业主

义范式”，主要根据受众喜好而非民主理念和专业自主性在进行新闻生产。但因为

这一变化趋势是渐进的，而且在新闻界内部表现得也不均衡，地方新闻业受影响程

度较深，那些著名的大都会媒体则保留了相对较强的自主性（它们往往是最容易被

外界关注到的对象），因而这一逐渐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至于为何美

国新闻业高度商业化的结构反而会在当下出现严重的盈利问题，结构危机论者的解

释是：首先，美国新闻业高度依赖广告，收入来源过于单一，如美国报纸广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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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占总收入的70-85%（Picard，2011）；当互联网抢占报纸的广告大户分类广告市

场，金融危机又使得广告投放总数锐减时，报业受到重创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

美国新闻业把满足投资者期待放在首位。新闻媒体聚焦于利润而不是提升采编业务

方面的质量（Downie & Kaiser，2002：25）。为了满足商业价值和“股票持有者”

的短期利益，新闻媒体还进行高风险的并购、减少在新闻生产上的投入，结果过高

的逐利动机，反而损害了报纸的经济条件（McChesney & Nichols, 2010）。

在结构危机话语看来，要应对新闻业眼下的危机，靠媒体“转型”重新获得市

场青睐的路径是不可行的。且不说这一路径是否可操作，即便能获得市场好评，也不

过是继续掩盖原先的结构问题罢了。如新闻学者纳德勒（Nadler，2016）认为，那些

依靠算法的社交新闻网站和新闻聚合应用更加直接地采用市场逻辑，直接让使用者偏

好来为新闻组织设置议程，是传统媒体已暴露出的范式问题在数字时代的深化。尽管

有很多优秀的新闻从业者仍抱有真诚的公众服务理念，但这不足以改变商业新闻媒体

内在的“增长逻辑”，因此解决危机的方案只能是从整体上进行新闻业制度和结构层

面的改革，或者更激进一点的看法是，需要一场新闻业的结构“革命”。

2009年3月，尼克尔斯和麦克切斯尼（Nichols & McChesney，2009）在《国

家》（The Nation）杂志发表封面长文，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但也颇具争议的方

案：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来改造媒体结构，从危机中拯救美国新闻业。他们提出了

一个三年的拯救新闻业的刺激计划，包括：1）取消所有期刊的邮发费用；2）给所

有美国人提供每年200美元的税收抵免（tax credit）额度，用于订阅或在线订阅日

报；3）资助所有的初中、高中和大学创办自己的媒体，包括一份日报和一个调频

广播电台和网站；4）资助社区媒体和公共广播，大力发展地方新闻。这个三年刺

激计划约耗资600亿美元，目的是在短期内通过扶植青年媒体、地方媒体、公共广

播，通过减免邮发费用和国家资助订阅缓解报刊业的压力，从总体上“激活”美国

新闻业的“公共性”，在危机下争取时间，以便在未来能真正实现高品质新闻业与

民主社会的双向哺育。

这一方案并非横空出世，政府是否应该干预新闻业——这一过去的几十年里

在美国几乎没有讨论空间的问题因为新闻业糟糕的经济处境而悄悄端上了台面。

2006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即在一份报告中呼吁应正视政府在新闻领域的角色

（Overholser，2006），当时她遇到了明显的反对。而尼克尔斯和麦克切斯尼在三

年后更进一步，给出了明确的政府扶持路线图。同年，宾大传播学院教授皮卡德等

人（Pickard，Sterns & Aaron，2009）也提出了一个类似但更复杂的拯救新闻计划，

本期话题 / 新闻社群话语研究



35

国际新闻界  2018.08

其中短期策略主要是支持地方新闻业，长期策略则包括政府提供媒体创新基金、创

建世界级的公共媒体系统等。

结构危机话语指认出美国商业新闻模式的制度痹症——过度迎合市场、追逐利

润的发展逻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益凸显为新闻业结构的不合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更是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新闻业结构进一步演变成新闻业的生存危

机。据此，新闻业结构危机话语在理念上毫不含糊地重申新闻业的“公共”精神，并

在强烈理想主义指导下给出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但它的激进路径在逻辑上也有内在

矛盾：一方面，它深刻质疑“市场驱动新闻”，另一方面，在危机之下坚信“政府拯

救新闻”。如尼克尔斯和麦克切斯尼在报告中认为，只有政府可以提供一个支持高质

量新闻业的制度性框架。这一声称在告诫要警惕新闻媒体的逐利动机与民主使命相矛

盾的同时，也基本否定了新闻业从政党新闻模式发展到商业新闻模式的普遍趋势，把

新闻专业追求视为保护媒体所有者利益的外衣（McChesney，2003）。

如果说美国商业新闻模式是结构危机话语猛烈的抨击对象，那么欧洲的公共

新闻模式则是持这种话语的部分研究者大加肯定的对象。普林斯顿社会学教授斯塔

（Starr，2012）发现，美国的商业新闻模式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欧洲新闻业学习

的对象，但在危机之下，相反的趋势出现了。与那些有强大的公共广播和政府资助

传统的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新闻业在面对危机时的确要脆弱得多。然而，媒体体制

的差异是否就是解释眼下不同国家新闻业危机程度不同的唯一因素？一些对欧洲国

家新闻业现状的实证分析并不支持这种简化的论断。如德国报业被认为在新闻危机

中的处境要比美国报业好得多（Revers，2017），但这两国的新闻记者都普遍不接

受国家直接资助的理念（Brüggemann，et al.，2016）。在有国家扶植新闻业传统的

欧洲国家，如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强调新闻媒体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要确保政

府管理与新闻实践有“一臂之遥”的原则（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以保护媒体

的公共性（Larsen，2016），而在法国则出现对政府直接资助新闻业导致资源分配不

公问题的讨论。这些经验提示人们，在构想用结构变革拯救新闻，恢复新闻业公共

性的同时，不应缺乏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对确保这一理想能够落实的现实考量。 

四、新闻业的观念危机话语

从某种意义上，新闻业的观念危机话语反对不加审视地使用“危机”一词

（Zelizer，2015），而是建议将“新闻业危机”作为一个理解当下新闻业的开放的

“阐释性框架”（Carlson，2016；Brüggemann，et al.，2016）。这一立场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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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观念危机话语所持的社会研究路径有关，它既反对媒介中心论，也反对仅把新

闻作为国家和经济结构的产物，强调从市场、国家、各类新闻组织、新闻使用者

和公民群体等多元的行动者视角，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带来

的文化形式的创新和规约的角度，考察新闻这一特定文化类型的实践（Schudson，

2000）。观念危机话语将新闻业眼下所经历的状态视为一个形塑新闻实践的核心观

念面临挑战、发生变化的过程：形成和维系职业化的、面向大规模公众的现代新闻

业的诸多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可能消解、重新生成或重新定义新闻职

业的某些共识性观念。危机，即可理解为对新闻业原有观念确定性的动摇。

按照哈林的叙述，美国新闻业曾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达到它的“高度现代性”

的状态，也即对新闻职业观念的高度自信和确定性，新闻记者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

过去困扰新闻业的主要争议，他们可以在私有制下保持独立、批评政治人物，可以

克服个人偏见，并被公众喜爱和信任。而这一阶段之所以可能，在哈林看来因为有

两个社会条件同时成立，一是政治共识，二是经济安全。但在短暂的“高度现代

性”状态之后，这两个社会条件都持续性地失效了。哈林在文中并没有明确地分析

这两个社会条件失效的原因，但在他看来，传播技术可能是一个重要触发因素，如

收视率驱动下的电视向娱乐化方向发展的逻辑。“很清楚的是，这些暗中的变化已

经动摇了新闻专业”（Hallin，1992）。

尽管哈林没有直接使用“危机”一词，但其对新闻职业观念的确定性已动摇的

判断，可以说是一种很有洞见的预言。从观念危机话语的视角出发，21世纪头十年

里发生的新闻业危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在原有以及新的（如网络技术普及）社会

条件的促使下越来越明显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导致新闻选择、采制、发布等一系

列生产流程发生重大变化，使得原有新闻组织在收入和用于新闻的资源分配上难以

按原来的模式继续运行，而且产生了对“什么是新闻”“谁是新闻记者”“新闻业

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观念问题的重新定义与阐释。新闻业观念危机话语在承认新

闻业目前面临经济困难和可持续模式遭到重大挑战的前提下，进一步观察维系新闻

业原有运转方式的观念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后工业社会理论家曾对信息生产的未来

有过乐观想象，但现实却出现了他们“未曾预料”的危机（Starr，2012）。研究者

从时间、空间、新闻组织、生产流程、新技术采用、编辑部文化、记者认同等不同

角度探讨了当下新闻业的境况，证明多重因素的变化都构成了对新闻职业自主性和

文化权威的挑战。如新闻学者厄舍（Usher，2015）研究了美国都市报纸编辑部在

地理位置上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变化，认为这一空间上的“离场”不仅是新闻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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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表征，而对供职记者来说这可能也意味着失去了与原有体制的关联性。她还发

现，为了应对变化和竞争，都市报纸打破原有新闻生产秩序，不断提高新闻的更新

速度，以满足使用者需要。但从长远看，过分追求速度，降低品质，又可能会损害

报纸存在的价值和独特性，进一步深化危机（Usher，2017）。此外，新技术提供

的空前丰富的表达渠道，增加了普通人表达的自由，但新闻编辑对新闻议程的把关

影响力却因为新闻渠道的增加而面临重大挑战（Bruns，2011）。新闻使用者看上去

对于他们所消费内容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新闻业目前来看不仅没有像后工业社会

理论家所预言的那样兴盛繁荣，反而出现机体损伤。

与盈利危机话语和结构危机话语的行动指向相比，新闻业观念危机话语更多是

在“解构”而非“解决”危机。它采取的是一种重新“定义”的阐释路径，从观念

演化的角度理解眼下新闻业危机的发生，并提供面对危机的思路（或者说心态）。

布里斯（Breese，2016）分析了美国新闻史上曾出现过的不同的危机时刻，她认为

每当新闻业遇到新出现者的“扰乱”，通常都会被阐述为对新闻性价值的威胁。

而新闻记者作为“阐释群体”（Zelizer，1993），不断通过共同的话语实践，确认

群体内的职业认同，并建立与其它群体区别开来的边界（Revers，2014）。当碰上

“异质”案例时，记者共同体会启动观念的“范式修复”机制（Reese，1990），

一个单独的异质个案不能撼动整个观念范式的逻辑，但一系列异质事件则能促成更

彻底的反思。前述当代新闻业社会条件的变化，造成了绵绵不绝的异质事件——新

闻业收入出现断崖式下跌、新闻媒体的倒闭破产转卖、记者失业等，以至于成为一

种“异质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驱逐批评个别异质案例已经不能回应新闻业的

大规模动荡，新闻业的观念危机话语呼吁要通过“解放观念”来面对危机，需要从

整体上“重新塑造对新闻业的公共理解”（Carlson，2016）。

但就目前而言，这一思路下的危机应对多少显得“呼吁”大于“落实”，如何

将“重新定义新闻”的宏大问题细化，并作用于现实，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相对

来说，小唐宁（Leonard Downie, Jr.,）和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给出了在这一

路径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危机应对方案。他们建议，美国国家税务局或国会应制定

明确的政策，允许任何投身公共事务的独立新闻组织组建为或转变为非赢利或低盈

利目标的有限责任公司，并明确允许对各种新闻组织包括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新

闻组织内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新闻报道项目进行慈善基金资助（Downie & Schudson,  

2009）。该方案与尼克尔斯和麦克切斯尼的方案相比较，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强调

新闻业的公共使命；都不认为新闻业可以独自渡过危机，需要国家在政策方面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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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但在实现路径上，尼克尔斯和麦克切斯尼的方案更强调国家直接帮助建立公共

新闻媒体，而小唐宁和舒德森的方案则希望新闻政策能有助于实现一个有利于各种

类型的公共性新闻组织生存的环境，依靠社会上的各类行动者在不同行动逻辑下的

实践促成新闻的繁荣。前者有更多的“国家色彩”，后者有更多的“社会色彩”。

新闻业的观念危机话语抱持着内在不确定的观念演化立场，且对传统新闻行业

之外的行动者持相对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因此这一话语类型可能给人留下比较“超

然”的印象，但需要说明的是，新闻业的观念危机话语并非虚无主义，并非对新闻

业往何处去的问题没有确定的指向。小唐宁和舒德森在重建报告中反复申明，他们

的目的是帮助确保独立、原创、可信的新闻报道的基本元素能在未来得以保留，而

且这些元素可能需要以过去没有的创新方式被实践。类似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教

授德茨（Mark Deuze，2005）将新闻性价值概括为五个理想型要素：公共服务、客

观、自主、及时和伦理，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下，这五个理想要素需要重新思考其内

涵，但非抛弃其本身。经验研究也发现，新闻行业的新入行者／挑战者并不意味着

对新闻原有规则的完全背离。当他们外在地采用颠覆式创新，而内在延续新闻场域

的既定逻辑时更容易成功（Benson，2013）。因此，在多元而显得混乱的实践中，

在传统新闻组织持续性下滑的趋势中，新闻业观念危机话语仍旧对未来的新闻性价

值及其实践抱有希望，或者说有一种谨慎的乐观（Schudson，2016）。

五、讨论：从“危机”出发

“危机”是目前欧美新闻学研究对当代新闻业状况的一种普遍表述。本文以

“批判性媒介话语”和“元新闻话语理论”为视角，根据不同文献对新闻业危机的

本质、表现、原因、应对等核心问题的不同阐述，归纳出三种当代“新闻业危机”

的话语类型。根据上文分析，将这三种“新闻业危机”话语类型最主要的构成要素

进一步以表格方式概括如下：

表1：三种当代“新闻业危机”的话语类型

“新闻业危机”

话语类型
危机归因 危机表现 危机应对

盈利危机话语
网络技术经济危机（外

部原因）

新闻业收入下降，市场

份额缩小（生存危机）

新闻媒体转型，采纳新

技术，重建商业模式

（市场解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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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不仅试图厘清多元复杂的危机叙述，更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建构不同

话语类型在“危机”核心问题上的对话，从“危机”出发，探讨在想象未来新闻业

时图景有无形成共识的基础，以及研究者可能在哪些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

（一）新闻业的盈利危机话语将危机理解为对既有新闻组织的严重的外部威

胁。外在于新闻业的技术和经济因素不仅对新闻组织一时的盈利状况造成重大打

击，而且挑战了传统新闻组织以广告为主的盈利模式。在美国的商业新闻模式语境

中，盈利危机话语将危机视为新闻业的生死存亡问题，而在商业新闻模式不那么典

型的欧洲国家，盈利危机话语更多是一种对可能的未来的“警示”。盈利危机话语

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新闻业还能否重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媒体所有者、经营者和从

业者作为直接利益的相关方，是这一话语最主要的发出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

对新闻业危机的公共讨论。这一话语的主要逻辑是：只有重建新闻业的商业模式，

才能使新闻业回到正轨，并服务于社会。而它隐含的危险性在于，倘若新闻业无法

在市场上重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未来该当如何。新闻业的盈利危机话语的应对之

道是媒体“转型”，这主要指依靠媒体组织自身的创新，包括对新技术的采用、对

新闻生产模式、新闻发布方式的改造、对新闻产品的开发以及对收入方式的转变等

各种举措，重新赢得使用者青睐，重新在市场上焕发活力。近十多年来传统新闻媒

体的商业“转型”实践与盈利危机话语逻辑大致相符，但是在已经过去的十几年

间，传统新闻媒体尝试了很多创新方案，却没能出现一个从整体上帮助传统媒体进

行商业转型的模式。这一现实一方面加强了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的悲观情绪，另一

方面动摇了新闻业盈利危机话语的深层前提，即在西方民主社会，新闻业的商业目

标和社会使命天然是匹配的。

（二）新闻业的结构危机话语将危机理解为商业新闻模式内在结构痹症的显

化。这一话语从根本上质疑市场驱动的新闻业能服务于民主社会的信条，因此商业

新闻的合法性危机早在其经济繁盛的时期就存在了，而当下外部条件的变化进一步

结构危机话语

市场驱动下不合理的新

闻媒体结构（内部原

因）

新闻业过分逐利，背离

民主目标（合法性危

机）

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促

使新闻业结构性改革

（政策解决模式）

观念危机话语

多重社会条件的急剧变

化造成新闻业诸因素关

系的变化（新闻生态原

因）

新闻业基本观念遭到重

大挑战（范式危机）

多元行动者在新闻创新

实践过程中重建新闻文

化类型（文化实践解决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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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出市场驱动模式不仅无法解决新闻业的合法性危机，也无法克服自身的经济危

机。对于结构危机话语来说，眼下固然是商业新闻业生死存亡的时刻，但同时也是

一个激进改造商业新闻体制结构的时机。一贯对商业媒体持批评立场的欧美左翼媒

介研究者是这一话语的主要提出者，他们的主要逻辑是：只有对商业新闻体制进行

结构性变革，才能真正实现新闻业的社会使命。改造新闻商业体制的力量主要是自

上而下的政府对新闻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三）新闻业的观念危机话语将危机理解为新闻观念不确定性的生成。这一话

语的提出者主要是从社会／文化视角对新闻业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内在地将新闻

实践与观念变化视为一个随社会条件变化不断演变的过程。这一话语的主要逻辑

是：观念危机对于新闻业来说并非新事，但是当代新闻传播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

新闻业无法仅通过对观念范式的修复来渡过眼下的危机，而需要对新闻业基本观念

体系进行重新阐释——区分哪些因素应该或者能够保留，哪些会变化，哪些会消

失——以此重新建立未来新闻的文化类型。这一过程需要社会各类行动者展开多元

实践，政府、既有媒体固然是重要的一员，公民、各类社会组织、新成立的媒体组

织等新的行动者也都应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三种新闻业危机话语彼此之间存在两大明显的矛盾：首先，盈利话语是新闻

业界的主要观点，它与作为学界观点的结构危机话语、观念危机话语的争议点在于

市场与新闻业的关系。盈利危机话语假定市场与新闻是内在适配的，新闻业的原有

商业模式遭到重大挑战，但只要找到创新之路，就可以重建新闻业的商业模式。但

主要来自学界的两种危机观点都质疑这一前提，它们认为新闻业尤其是美国新闻业

发展出高度商业模式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新闻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或者至少不

能完全依赖市场。结构危机话语更偏向于激进地批判市场，观念危机话语则在肯定

市场对新闻业基本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应警惕和平衡市场之不足；其次，观念危机话

语与盈利危机话语和结构危机话语在确定性问题上的分歧。盈利危机话语和结构危

机话语都给出了确定的新闻业危机拯救方案，尽管两者基本上是反向的，前者认为

只有保证新闻业在商业上的成功，才能维护新闻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履行其社会

功能；后者认为，新闻业的逐利动机与它的民主使命日渐背离，只有在危机中采用

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才能恢复新闻业与民主社会的良性关系。观念危机话语则从根

本上反对这两种确定性叙述，它并没有给新闻业的未来提出一个明确的蓝图，而是

认为社会应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各类行动者开展创造性新闻实践的空间，并相信未来

的新闻范式可能从这些零散的实践中逐渐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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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认为现有这三种不同的新闻业危机话语有可能彼此认同或调和，但是理

解它们的基本观点、诉求和分歧，却有可能是从“危机”出发，展开下一步研究工

作的起点。第一，新闻业危机的客观存在，激发了不同路径下对元新闻问题的追

问。无论是新闻业的经济基础、新闻与政府的关系还是维系新闻实践运行的一系列

观念，最终都会指向“什么是新闻”“谁是新闻实践主体”“新闻的社会角色与合

法性基础”“新闻实践的规范与边界”等元新闻问题。对新闻基本观念的重新问题

化应该成为当代新闻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第二，三种危机话语尽管彼此矛盾，但

都从不同方面肯定与维护着新闻性价值（journalistic values），比如真实性和公共性

追求，它们都没有因为危机的存在而否定新闻本身。这三种危机话语对新闻作为提

供事实报道的文化类型和真实代表广泛社会群体观点并进行对话的公共使命并不存

疑，虽然它们在能否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新闻性价值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都意识

到如果新闻的价值目标落空，受损害的绝不仅仅是新闻机构、新闻人，也不仅是新

闻行业，而是整个国家、社会和公众。这表明，从“危机”出发的不同研究——无

论是讨论媒体转型、新闻政策还是新闻观念——都有特定朝向的价值归属，而不是

划向虚无主义；第三，三种危机话语的矛盾之处也显示了目前新闻学理论研究的薄

弱之处，如对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common goods）的属性理解不够，

这使得研究者对新闻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新闻政策上有较大分歧。

美国新闻业的传统的广告收入模式基本坍塌，但这是否意味着新闻业的商业基础在

未来无法再作为新闻业的基石存在？如果广告不再是，那么什么将是新闻媒体持续

性发展的“燃料”？公众和社会团体能否自下而上地资助新闻业？还是必须得由

国家权力进行资源调配才能使新闻业得以生存？再如，新闻职业的“文化性权威”

（cultural authority）在历史上是如何生成的，什么原因导致其被挑战、质疑乃至出

现衰落？以及与此相关的，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产物，在变化的时间、空间和

交往条件下，其知识形态是否会发生重大改变？这些核心问题不仅需要不同国家的

研究者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出发加以讨论，而且需要在“新闻业危机”的背景

之下进行共时性地比较研究。美国经验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责任编辑：方惠）

注释 [Notes]

1. “Page One”在这里语带双关，它既指《纽约时报》的头版，也指编辑部每日决定头版

刊登什么新闻的编前会。

2.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1/business/media/new-york-times-earning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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